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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本文所指的“焦点企业”,有别于企业联盟、产业集群、创新网络中的定义,并非指同行业竞争中处于领先地位和具有竞争优势的企业,

而是指行业内领军企业外的“其他企业”,此类企业同时受行业内领军企业与行业间产业链上下游企业数字化的共同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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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本文基于创新扩散理论与外部性理论,利用 2011—2021 年中国上市企业和投入产出表数据,探讨

行业内领军企业及行业间产业链上下游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焦点企业转型的影响。 研究结果显示:行业领军企业和

产业链上下游企业数字化促进焦点企业转型,且产业链上游促进作用高于下游。 一方面,数字化转型存在扩散效

应,表现在领军企业与产业链上下游企业通过管理层决策同群效应和知识溢出效应促进焦点企业数字化转型;另

一方面,数字化转型也存在虹吸效应,表现在产业链下游企业对焦点企业产生研发人才的虹吸效应,领军企业对焦

点企业产生数字资本的虹吸效应。 本文的研究对于提高领军企业引领带动作用、提升产业链协同效率具有重要启

示,并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提供新思路。

　 　 关键词:领军企业　 产业链上下游　 数字化转型　 扩散效应　 虹吸效应

　 　 中图分类号:F279. 233. 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636(2024)06-0038-20

　 　 一、问题提出

数字化转型是企业适应数字经济发展的关键选择与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 国务院印发的《“十

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国发〔2021〕29 号)提出“发挥数字经济领军企业的引领带动作用”与“提升企业

整体运行效率和产业链上下游协同效率”。 领军企业与产业链上下游企业的数字化转型,通过数字技术创

新和数据管理,发挥“以大带小”与产业链“链长”优势,驱动行业内与行业间数字化转型与发展跃迁。 行业

领军企业立足自身优势,与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形成数字化合力,帮助和带动传统企业实现数字化转型,充分

发挥行业内和行业间的数字化溢出效应。 研究行业领军企业和行业间产业链上下游企业数字化对焦点企

业①转型的影响既契合国家战略要求,也是学术界与业界探究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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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有对行业领军企业及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对焦点企业转型影响的研究存在不同观点。 在行业内,一方

面,领军企业带动焦点企业成长。 领军企业作为行业的“发动机”和成功的示范,其发展水平提升具有较强

的外部性,有利于行业整体发展[1-2] 。 另一方面,领军企业的存在可能对焦点企业形成威胁[3] ,领军企业利

用数据积累的先发优势与信息不对称排挤或压榨焦点企业,造成不正当竞争,甚至可能导致数据垄断[4] ,阻
碍焦点企业数字化转型进程。 因而,如何充分发挥领军企业的示范带动作用,并有效缩小企业间数字化差

距,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①。 在行业间,处于同一产业链上的不同产业可通过技术倒逼效应与垂直关联效应

实现全要素生产率的溢出[5] ;然而,上下游产业间研发活动也存在前向溢出不显著、后向溢出显著的非对称

性[6] 。 数据因素强化了消费端力量,其高流动性产生了对生产端的虹吸效应,引导价值链形成集中于消费

端的集聚状态[7] 。 鉴于存在上述不同的观点,本文旨在辨析和回答行业内领军企业与行业间产业链上下游

企业数字化溢出效应能否以及如何影响焦点企业数字化转型这两个核心问题。 本文的研究对发挥领军企

业的引领带动作用和加强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行业内领军企业与产业链上下游企业数字化对焦点企业转型存在扩散与虹吸两方面的影响。 在扩散

效应层面,一方面,领军企业围绕其核心业务打造聚合平台,并依托平台创建聚合生态,通过可信数据的流

通与交换、关键技术合作与研发等方式,实现行业内的资源共享与合作共赢。 例如,三一重工、美的以及海

尔等领军企业不仅积极打造“灯塔工厂”,推动自身数字化转型,还将其优势和技术对外赋能,实现“灯塔效

应”外溢,提升行业内的经济联系、协同效率与整体竞争力。 另一方面,产业链上下游基于供应商—客户链

接实现数字融合,推进跨行业与跨品类的通力协作。 例如,阿里巴巴集团建立了以数字技术为基础的全球

供应链网络,实现了从生产、仓储、物流到销售以及服务的全链条数字化和智能化管理。 通过打造一个多

元、融合与跨界的新业态连接体系,以供应链数字化为全链条各环节企业赋能。 在虹吸效应层面,非理性竞

争可能导致行业领军企业或产业链上下游数字化水平较高的企业获得更大的市场份额和更多的利润。 基

于资源有限性理论[8] ,领军企业或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凭借数字化优势吸引更多研发人才与数字资本,挤压

焦点企业的可获得资源,从而阻碍焦点企业转型升级。
与本文相关的文献主要涉及领军企业、产业链上下游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溢出效应及其经济后果研究。

第一类文献主要关注领军企业或龙头企业对本地区发展的影响。 领军企业数字化提高了行业内最低生产

效率,进而推动行业内平均工资水平全面提升[9] 。 领军企业的带动作用有助于创造和维持本地区的整体竞

争优势[10] 、促进本地企业成长[2] 。 研究领军企业在行业内数字化转型中引领带动作用的文献尚缺失。 第二

类文献主要关注产业链上下游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溢出效应。 传统时代上下游企业依赖地理邻近以减弱供

应链的“长鞭效应”;而在数字化时代,基于高效信息系统,上下游企业能够在生产环节实现实时、透明的信

息传递,提高产业链协同能力[11] 。 数字化转型提升了产业链关联水平和供应链融资供给[12-13] 。 与本文研

究较为接近的文章观点主要是客户公司的数字化转型能够驱动上游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创新与全要素生产

率的提升[14-16] ,对供应商企业产生正向信息溢出效应[17] ,但仅考虑了产业链下游向上游的单向传导。 范合

君等(2023)将产业链效应作为一个整体验证了产业链上企业间数字化联动有助于提升焦点企业数字化转

型[18] ,有必要进一步区分上、下游数字化对焦点企业转型的影响机理。 通过上述分析,基于行业内与行业间

双重视角来研究领军企业、产业链上下游企业数字化对焦点企业转型的影响,能够从多角度、多层面、多环

节考察和解读数字化转型的溢出效应,这一研究框架更加符合中国产业复杂性的市场特点和数字化导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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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环境。
本文以 2011—2021 年中国上市企业面板数据为样本,将行业内领军企业和行业间产业链上下游企业纳

入统一模型,深入探讨领军企业和产业链上下游企业数字化对焦点企业转型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 本文

可能的边际贡献在于:(1)从行业内领军企业和行业间上下游产业关联的双重视角探讨了数字化转型的溢

出效应,为发挥领军企业的引领带动作用和加强产业链上下游协同提供了新的思路和经验证据;(2)从扩散

效应与虹吸效应两个方面辩证地揭示了数字化溢出的作用机制,验证领军企业与产业链上下游数字化对焦

点企业转型存在正向溢出效应,丰富和拓展了数字化溢出相关研究;(3)为政府优化数字经济政策提供新思

路。 数字经济政策应重点关注领军企业“灯塔”效应与产业链纵向关联效应,要通过提升管理层决策与知识

溢出来强化数字化溢出效应。 同时,政策制定还应考虑数字人才培育与数字资本合理配置。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在数字化时代,企业边界逐步模糊和所处生态系统持续完善意味着企业数字化转型不仅取决于内在因

素,而且易受到外部因素的影响[19] ,尤其是与其密切相关的行业内领军企业及行业间产业链上下游企业数

字化溢出效应的影响。 本文借鉴詹纳提( Jannati,2020) [20] 、叶振宇和庄宗武(2022) [2] 的观点,将行业内领

军企业界定为某一行业内规模较大、具有核心竞争优势的企业(以下简称“领军企业”)。 行业间产业链上下

游企业是指位于焦点企业上游或下游,为焦点企业提供原材料、零部件生产等环节的企业,或为焦点企业加

工、组装、销售及终端消费者服务等环节的企业(以下简称“产业链上下游企业”)。
 

此外,为便于表述,将行

业内除领军企业外的其他企业统称为焦点企业。
领军企业与产业链上下游企业数字化对焦点企业转型具有重要影响,既可能表现为积极的扩散效应,

又可能表现为消极的虹吸效应。 一方面,领军企业与产业链上下游企业数字化溢出存在正向的扩散效应。
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数字技术的发展打破了企业间信息壁垒,提高了数字化战略的传播效率与数字前沿知

识的共享频率[21] ,这为企业间实现管理层决策的同群效应与知识溢出效应提供了有利条件。 另一方面,行
业领军企业与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凭借市场优势地位,可能产生研发人才、数字资本等负向的虹吸效应。 然

而,扩散效应与虹吸效应叠加组合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结果尚不明确。 为此,本文结合中国企业数字

化转型现状,系统梳理分析领军企业和产业链上下游企业数字化对焦点企业转型可能产生的扩散效应和虹

吸效应。 理论机制框架如图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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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理论机制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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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扩散效应

在行业内,领军企业通过模仿示范和竞争约束与焦点企业构成动态互动关系。 在行业间,产业链上下游企业

与焦点企业通过业务联结形成信息高频对接的经济系统。 根据创新扩散理论[22] ,行业领军企业与产业链上下游

企业数字化转型推动了数字技术的高效使用,驱动焦点企业突破“数字孤岛”,实现了广泛的数字联结和价

值共创。 面对这一数字生态系统的变化,焦点企业将主动探索并接纳数字化转型,以提升其应对环境变化

的能力并增强竞争优势。 在这个过程中,扩散效应主要体现在管理层决策同群效应和知识溢出效应两个

方面。
1. 管理层决策同群效应

领军企业和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对焦点企业的数字化决策具有同群效应。 焦点企业受到行业领军企业

数字化影响,主要体现为模仿效应。 处于信息劣势的企业通过模仿领军企业来优化决策过程和规避潜在决

策风险[23] ,提高自身转型策略的可行性,加速转型进程,提升核心竞争力。 在焦点企业与产业链上下游企业

的同群效应中,产业链上下游企业数字化水平可能影响焦点企业管理层行为与决策。 产业链上下游企业间

由于一定程度的相互依赖,使得链上企业深度融入产业链协同创新过程,形成生态化、协同化发展的产业链

体系,推动焦点企业决策模式由封闭单一向开放共享转变。 当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实施数字化战略时,焦点

企业为了维持与产业链上下游企业间的竞争均衡,会根据链上企业数字化决策主动调整自身转型规划,实
现决策上的匹配、提高行为有效性[24-25] 。

2. 知识溢出效应

在数字化时代,知识溢出具有实时性与全球性,信息交换不仅涵盖了文本和语言,更通过数字技术实现

非编码信息的快速实时传递[11] 。 在行业内,根据马歇尔(Marhsall,1920) [26] 的专业化外部性理论,知识溢出

主要涉及同行业内企业间的知识传播和共享;在行业间,依据雅各布斯(Jacobs,1984) [27] 的多样化外部性理

论,知识溢出则主要关注不同行业间的知识互动和创新激励。
从行业内知识溢出视角,行业领军企业通过专业化经验、劳动力流动、知识池积累等途径影响焦点企业

数字技术创新,进而影响转型进程。 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领军企业通常率先创新数字技术和管理模

式,由“干中学”积累的数字知识可通过专利信息等形式向焦点企业传递[5] 。 通过持续观察、学习以及借鉴

领军企业的数据要素开发使用等经验,焦点企业能承接并利用实践信息与知识资源,更快地把握数字化转

型的关键环节。 第二,领军企业的数字化知识通过劳动力流动传播至焦点企业。 在劳动力市场中,领军企

业和焦点企业存在劳动力双向流动。 这使得领军企业的数字技术应用经验能够随着人才流动实现知识溢

出,为焦点企业数字技术采纳过程提供持续的人才支持。 第三,领军企业在数字化转型中积累的知识对整

个行业的转型环境具有积极影响。 行业内逐渐形成紧密围绕领军企业的知识传递与资源共享网络,这有助

于形成良性竞争环境,激发焦点企业的创新潜力,加速其数字化转型进程。
从行业间知识溢出视角,行业间知识溢出效应主要体现在产业链上。 一方面,产业链上某一企业数字

技术应用对其业务及运营模式的改造,将通过产业链反馈对焦点企业施加的数字技术对接压力,促使焦点

企业主动学习、采纳并应用数字技术。 对建立畅通流动的产业链间数据体系需求的反馈也将倒逼焦点企业

注重数据要素的生产与存储等环节[14] 。 另一方面,数字化发展下技术链接与数据共享性更加强调产业链价

值共创[28] 。 出于从上游企业获取低成本投入要素以及对下游企业挖掘新客户的需求,具备数字化能力的企

业有动力对焦点企业提供技术援助[29] ,实现产业链经济业务数据化,从而推动焦点企业转型进程[30] 。 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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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在产业多样化的环境中,跨行业的经验、知识以及技术分享是激发企业创新思维和方法的源泉[31] 。 随着

产业链上下游企业的数字化转型,由此催生的数字技术和创新理念通过跨行业传播,为焦点企业转型提供

更多转型方案。

　 　 (二)虹吸效应

领军企业和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可能通过吸引研发人才、数字资本等渠道对焦点企业产生虹吸效应,
进而阻碍焦点企业数字化转型进程。 领军企业通常具有较高的市场份额与盈利能力,能够吸引研发人

才、数字资本等向其迅速转移[32] ,导致焦点企业生产要素投入减少,延缓其数字化转型进程。 从产业链

关联视角分析,虹吸效应可能表现为关键要素向产业链优势环节集中,导致其他环节在数字化转型中资

源匮乏,形成产业间资源配置不均衡[33] ,加剧焦点企业关键生产要素短缺问题,导致其转型水平相对

滞后。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
假设 1:行业领军企业与产业链上下游企业数字化对焦点企业转型的溢出效应既有扩散效应,又有虹吸

效应,而最终的影响效应取决于扩散效应和虹吸效应的相对大小。 若扩散效应大于虹吸效应,行业领军企

业与产业链上下游数字化均有助于促进焦点企业转型;反之则抑制焦点企业数字化转型。
假设 2:行业领军企业与产业链上下游企业数字化能够通过管理层决策同群效应、知识溢出效应的正向

扩散效应,以及对研发人才与数字资本的负向虹吸效应来影响焦点企业数字化转型。

　 　 三、计量模型与变量

　 　 (一)计量模型构建

借鉴袁淳等(2021) [34] 、李姝等(2021) [35]的研究,本文构建如下计量模型:

Digitali,t = α0 + α1Digital_topi,t -1 + α2Digital_upi,t -1 + α3Digital_downi,t -1 +

∑βxControlsi,t +Firmi + Yeart + εi,t (1)

其中, Digitali,t 表示企业 i 在 t 年的数字化转型水平, Digital_topi,t -1 表示企业 i 所在行业 t-1 年领军企

业数字化水平均值, Digital_upi,t -1 表示企业 i 所在行业 t-1 年上游行业数字化水平, Digital_downi,t -1 表示

企业 i 所在行业 t-1 年下游行业数字化水平, Controlsi,t 为一系列的控制变量。 Firmi、Yeart 分别表示企业、年

度固定效应。 εi,t 为随机扰动项。 考虑到企业在吸收和应用新理念与新技术时往往具有时滞性,为了更好地

捕捉数字化转型的传导效应,本文将核心解释变量进行滞后一期处理。 此外,滞后处理也有助于减轻潜在

的内生性问题,避免因果关系的逆向混淆。

　 　 (二)关键变量度量

1. 被解释变量

企业数字化转型水平(Digital)。 本文采用深圳希施玛数据科技有限公司( CSMAR)中国上市公司数字

化转型研究数据库,该数据库构造的企业数字化转型指数评价体系包含上市公司层面的战略引领(权重为

34. 72%)、技术驱动(16. 20%)、组织赋能(9. 69%),企业数字化成果(27. 13%)及应用(8. 84%),中宏观层

面的环境支撑 ( 3. 42%),能够较为全面、完整地反映了上市企业数字化转型水平。 后文借鉴吴非等

(2021) [36] 、王海等(2023) [37]的研究,使用对企业年报进行文本分析与词频统计的方法所测算的企业数字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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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水平指标,进行稳健性检验。
2. 核心解释变量

行业领军企业数字化水平(Digital_top)。 借鉴范剑勇等(2021) [38] 、叶振宇和庄宗武(2022) [2] 的研究,
从基于企业规模角度来识别领军企业。 具体而言,将每一个二位数行业中当年总资产居于前 10 的企业界定

为领军企业,采用数字化平均值作为行业领军企业数字化水平的代理变量,并在回归中剔除领军企业样本。
后文中将规模前 20 名、前 30 名,以及员工人数前 10 名、主营业务收入前 10 名、数字化水平前 10 名作为界

定领军企业的标准进行稳健性检验。
产业链上游与产业链下游数字化水平(Digital_up、Digital_down)。 诸多学者采用供应商—客户或焦点

企业—客户(供应商)微观数据构造产业链上下游企业数字化水平[16,18] ,但可能遗漏了企业重要的非上市客

户(供应商),造成样本选择偏差,本文根据投入产出表从行业层面构建产业链上下游企业数字化水平指标,
能够较好地避免这一选择偏误。

参考包群等(2015) [39]的研究,本文分别构建上、下游数字化转型水平指标:

Digital_upit = ∑
j≠i

inputijt
∑

j
inputijt

× digital_industry jt (2)

式(2)测度的是上游数字化转型水平。 其中, inputijt 为 t 年行业 j 向行业 i 投入的中间产品, ∑
j
inputijt

为 t 年 i 行业投入中间产品之和。 digital_industry jt 为 t 年 j 行业数字化转型水平,为行业内上市企业数字化

平均值。

Digital_downit = ∑
j≠i

outputijt
∑

j
outputijt

× digital_industry jt (3)

式(3)测度的是下游数字化转型水平。 其中, outputijt 为 t 年行业 i 向行业 j 提供的中间产品, ∑
j
outputijt

为 t 年 i 行业中间需求之和。
本文的研究样本期为 2011—2021 年,为此,2011—2016 年样本采用 2012 年(139 部门)的中国投入产出

表数据,2017—2021 年样本采用 2017 年(149 部门)的投入产出表数据。
3. 控制变量

为客观估计行业内领军企业和上下游企业数字化对焦点企业转型的影响,本文从企业内在因素、行
业特征以及地区发展等方面考虑了影响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关键控制变量。 企业层面的控制变量包括企

业年龄(Age,观测年份与企业成立年份之差加 1 并取对数) 、企业规模(Size,企业年末总资产的对数) 、总
资产收益率(Roa,企业年度净利润与年末平均总资产之比) 、资产负债率( Lev,企业年末负债合计与年末

总资产之比) 、账面市值比(MB,股东权益与公司市值之比) 、现金持有(Cash,企业年末现金及现金等价

物之和与年末总资产之比) 。 行业层面的控制变量包括行业规模(Size_ind,年末总资产合计的自然对数

的行业年度平均值) 、行业盈利能力(ROA_ind,年度净利润与平均总资产之比的行业年度平均值) 、行业

竞争程度(HHI) 。 城市层面的控制变量为经济发展水平(AGDP,经价格平减的实际人均生产总值) 。

　 　 (三)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本文以 2011—2021 年 A 股上市公司为初始研究样本,并剔除金融业、ST、ST∗、PT、资不抵债、非正常上

市、只有一年观测值、相关变量数据缺失的样本。 最终得到包含 2
 

745 家上市企业的 18
 

783 个企业-年度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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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值。 城市层面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企业层面的数据来自 CSMAR 数据库、万得数据库

和中国研究数据服务平台(CNRDS)。 本文对连续变量进行上下 1%的缩尾处理以减少极端值的影响。 表 1
报告了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表 1　 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量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Digital 18
 

783 36. 956
 

7 10. 671
 

1 23. 081
 

9 64. 286
 

1

Digital_top 18
 

783 41. 087
 

5 11. 063
 

3 26. 523
 

4 64. 081
 

9

Digital_up 18
 

783 25. 635
 

0 8. 082
 

5 7. 304
 

8 39. 111
 

1

Dgital_down 18
 

783 22. 432
 

4 7. 829
 

8 0 43. 804
 

9

Age 18
 

783 2. 867
 

0 0. 338
 

5 1. 609
 

4 3. 496
 

5

Size 18
 

783 21. 981
 

2 1. 039
 

4 19. 833
 

4 26. 215
 

1

Roa 18
 

783 0. 036
 

1 0. 061
 

5 -0. 238
 

6 0. 200
 

1

Lev 18
 

783 0. 402
 

8 0. 199
 

1 0. 050
 

8 0. 879
 

4

MB 18
 

783 0. 331
 

6 0. 156
 

0 0. 051
 

5 0. 780
 

8

Cash 18
 

783 0. 198
 

7 0. 135
 

7 0. 018
 

2 0. 659
 

2

Size_ind 18
 

783 22. 987
 

6 0. 845
 

2 21. 223
 

0 25. 487
 

1

ROA_ind 18
 

783 0. 030
 

2 0. 020
 

2 -0. 062
 

5 0. 077
 

4

HHI 18
 

783 0. 186
 

9 0. 161
 

5 0. 023
 

9 1

AGDP 18
 

783 1. 633
 

8 0. 661
 

5 0. 383
 

0 3. 113
 

5

　 　 四、实证分析结果

　 　 (一)基准回归

对式(1)进行估计,结果如表 2 所示。 结果表明,行业领军企业和产业链上下游企业数字化对焦点企业

转型存在正向的溢出效应。 行业领军企业和产业链上下游企业数字化通过管理层决策同群效应、知识溢出

效应等途径优化焦点企业数字化管理能力、提升数字技术水平,进而加速焦点企业数字化转型。 值得注意

的是,在产业关联中,产业链上游的数字化促进作用更强。 可能的原因是数字技术这类供给侧的冲击更多

地体现在上游向下游传导[40] 。 一方面,根据产业链结构特性,上游企业通常涉及原材料的生产与初级加工,

这些环节通过引入智能制造等技术提高数字化程度,容易影响整个产业链的数字化水平[41] 。 另一方面,数
字技术具有较强的扩散性与渗透性,在紧密连接的产业链中,由于上游企业通常与多个焦点企业存在业务

往来,数字技术容易在多个企业中形成扩散效应[42-43] 。

表 2　 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1) (2) (3) (4)

Digital_top 0. 176
 

4∗∗∗ 0. 163
 

6∗∗∗ 0. 161
 

7∗∗∗ 0. 161
 

7∗∗∗

(0. 021
 

3) (0. 020
 

4) (0. 020
 

5) (0. 015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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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续)

变量 (1) (2) (3) (4)

Digital_up 0. 061
 

8∗∗ 0. 071
 

2∗∗∗ 0. 063
 

2∗∗ 0. 063
 

2∗∗∗

(0. 029
 

2) (0. 027
 

3) (0. 027
 

6) (0. 020
 

1)

Digital_down 0. 037
 

8∗∗ 0. 040
 

9∗∗∗ 0. 033
 

8∗∗ 0. 033
 

8∗∗∗

(0. 015
 

2) (0. 014
 

9) (0. 014
 

9) (0. 011
 

0)

常数项 23. 776
 

7∗∗∗ -16. 823
 

0∗∗∗ -3. 134
 

5 -0. 819
 

3

(0. 840
 

2) (4. 340
 

3) (6. 670
 

9) (4. 554
 

0)

年份固定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个体固定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18
 

783 18
 

783 18
 

783 18
 

783

R2 0. 305
 

0　 　 0. 324
 

9　 　 0. 326
 

0　 　 0. 886
 

2　 　

　 　 注:∗ 、∗∗ 、∗∗∗分别表示在 10%、5%、1%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 后表同。 列(2)、列(3)、列(4)分别为加入企业控制变量、
企业和行业控制变量以及企业行业和地区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

　 　 (二)稳健性检验

1. 考虑行业领军企业的界定问题

为排除领军企业不同界定标准的影响,本文分别按照行业内规模前 20 名、规模前 30 名、员工人数前

10 名、主营业务收入前 10 名以及数字化转型水平前 10 名等标准,重新计算行业领军企业数字化水平。
结果显示,核心解释变量系数均显著为正,表明本文的基准回归结论不会因领军企业界定标准的变化而

改变。
2. 考虑投入产出关联系数的稳健性问题

为了检验投入产出关联系数的影响,本文分别单独依据 2012 年、2017 年投入产出表,重新计算产业链

上下游数字化指标。 结果显示,使用固定的投入产出关联系数后核心解释变量系数依然显著为正。
3. 更改企业数字化转型水平的测度

借鉴吴非等(2021) [36] 、王海等(2023) [37]的研究,使用年报中数字化相关词频数进行对数化处理,以此

衡量企业数字化转型水平,并重新计算出领军企业与产业链上下游数字化指标,进行稳健性检验。 结果显

示,核心解释变量系数显著为正,本文基准回归结论依然稳健。
4. 其他稳健性检验

(1)排除其他政策的干扰。 具体通过加入科技与金融结合试点政策(Tec
 

&
 

Fin)、自由贸易试验区试点

政策(Free
 

Trade)以及“中国制造 2025”(Manufacture)政策等变量重新进行回归。 (2)排除其他事件的影响。
本文进一步排除数字普惠金融与全球数字化浪潮的影响。 具体来看,依次在模型中加入数字普惠金融指数

(Digfinanance)、企业所在地是否为沿海城市(Coastal)以及企业海外主营业务收入与总资产比值( Incomef)
等变量重新进行回归。 (3)添加固定效应。 由于回归结果可能受企业所在行业和城市特有因素的影响,本
文进一步控制城市-年份以及城市-行业固定效应,以消除潜在遗漏变量偏误。 以上结果均表明,本文研究

结论依然稳健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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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与管理研究(2024 年第 6 期) Research
 

on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No. 6, 2024)

　 　 (三)内生性检验

为了缓解模型中潜在的内生性问题,本文采用工具变量法进行检验。 在领军企业数字化水平的工具变

量选择方面,借鉴利里和罗伯茨(Leary
 

&
 

Roberts,2014) [44] 、张晓宇等(2017) [45] 的方法,计算出滞后一期的

股票特质收益率作为工具变量。 股票特质收益率是指股票收益中不能被共同因子解释的部分[46] ,这意味着

其与市场整体走势无关,仅与企业自身特质有关。 在相关性上,股票特质收益率是反映企业行为能力重要

指标。 在数字化时代,企业行为能力越强,其越有可能抓住机遇,实现较高水平的数字化转型,因此满足相

关性。 在外生性上,从股票收益率分解出来的股票特质收益率仅包含企业个体信息,不会影响焦点企业的

数字化转型,满足外生性。 在产业链上下游数字化水平的工具变量选择方面,参照巴蒂克(Bartik)工具变量

法[47-48]的思想,采用样本前一年二位数行业数字化转型水平均值与全国互联网上网人数增长率的乘积模拟

出行业数字化转型水平的估计值,进一步根据投入产出表计算出产业链上下游数字化估计值,由此构造工

具变量。
表 3 报告了工具变量检验结果。 列(1)—列(3)为第一阶段回归结果,工具变量分别与核心解释变量显

著正相关,满足相关性假设。 第二阶段回归结果显示,核心解释变量系数均显著为正。 第一阶段 F 值均大

于 10,拒绝弱工具变量假设;Kleibergen-Paap
 

rk
 

LM 统计量拒绝了工具变量识别不足假设,表明工具变量选

择合理。 本文进一步借鉴康利等(Conley
 

et
 

al.,2012) [49] 的“近似外生”工具变量法,放松严格外生性要求,
95%置信区间结果显示,行业领军企业、产业链上下游企业数字化系数均落在 95%的稳健置信区间内。 工具

变量检验结果表明,研究结论依然稳健。

表 3　 工具变量检验结果

变量
第一阶段

(1) (2) (3)
第二阶段 95%置信区间

Digital_top_iv 0. 543
 

5∗∗∗

(0. 128
 

4)

Digital_up_iv 0. 555
 

7∗∗∗

(0. 033
 

8)

Digital_down_iv 1. 453
 

9∗∗∗

(0. 098
 

8)

Digital_top 0. 395
 

2∗∗ [ -1. 192
 

5,3. 666
 

8]

(0. 160
 

8)

Digital_up 1. 346
 

1∗∗ [ -10. 084
 

2,5. 669
 

4]

(0. 643
 

5)

Digital_down 0. 657
 

4∗∗ [ -5. 761
 

5,8. 684
 

5]

(0. 317
 

9)

Kleibergen-Paap
 

rk
 

LM 10. 20
 

8∗∗∗

第一阶段 F 值 15. 44 12. 74 14.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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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续)

变量
第一阶段

(1) (2) (3)
第二阶段 95%置信区间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个体固定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16
 

060 16
 

060 16
 

060 16
 

060 16
 

060

R2 -0. 096
 

9　 　 　 -0. 094
 

4　 　 　 -0. 015
 

5　 　 　 -0. 632
 

8　 　 　

　 　 (四)机制分析:扩散效应抑或虹吸效应

前文的实证分析证明了行业领军企业和产业链上下游企业数字化的正向溢出效应,但还未明确这一溢

出效应是源于管理层决策同群效应,还是知识溢出效应,以及是否存在研发人才、数字资本的虹吸效应。 为

了验证这一问题,本文借鉴牛志伟等(2023) [50]的研究,对管理层数字导向、数字技术创新、研发人员流动以

及数字资本流动等变量进行机制检验。
1. 扩散效应

(1)管理层决策同群效应。 在焦点企业的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其与领军企业、产业链上下游企业的决策

具有同群效应。 一方面,领军企业的数字化绩效在行业中的可见度和影响力会驱使焦点企业管理层做出转

型决策。 另一方面,焦点企业位于协同化发展的产业链体系中,其决策模式向开放共享转变,会因产业链上

下游企业的数字化转型策略,采取相似的数字化行动。 本文采用企业年报中“管理层讨论与分析”部分,当
前年份与首次提及数字化转型特征词年份的差值取对数,衡量管理层数字创新导向的前瞻性(Forward-
Looking);采用每年数字化关键词占该部分总字数之比衡量管理层创新导向强度( Intensity);采用每年出现

数字化关键词种类取对数衡量管理层创新导向广度(Scope);采用出现数字化关键词的年份总数取对数衡量

管理层创新导向持续性(Constancy)。 表 4 汇报了管理层决策同群效应的回归结果①。 以管理层数字创新导

向的前瞻性(Forward-Looking)为例,在表 4 中,列(1)中领军企业数字化(Digital_top)、产业链上游数字化

(Digital_up)、产业链下游数字化(Digital_down)的系数均为正,说明行业领军企业、产业链上下游企业数字

化推动了焦点企业管理层创新导向的前瞻性;列(2)、列(3)回归结果显示,管理层数字创新导向前瞻性

(Forward-Looking)系数均显著为正,且列(3)中领军企业数字化(Digital_top)、产业链上游数字化(Digital_up)、
产业链下游数字化(Digital_down)的系数较基准回归均有所下降,但仍显著为正。 进一步地,本文进行了索贝尔

(Sobel)检验,得出 Z 值分别为 67. 61、51. 23、17. 30,均在 1%的水平上显著。 同时进行了 1
 

000 次自抽样(bootstrap)
检验,得出 95%置信度下中介效应置信区间为[0. 301,0. 316]、[0. 325,0. 350]、[0. 106,0. 132],均未包含

0。 管理层的数字创新导向广度、强度和持续性变量实证分析过程与数字创新导向前瞻性变量一致。 整体

结果表明,管理层决策同群效应通过提升管理层的数字创新导向前瞻性、广度、强度和持续性发挥了机制作

用,即行业领军企业、产业链上下游企业数字化推动了焦点企业管理层数字创新导向的前瞻性、强度、广度

以及持续性,进而提升焦点企业数字化转型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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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因篇幅所限,管理层创新导向广度(Scope)与持续性(Constancy)实证结果留存备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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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管理层决策同群效应机制检验结果

变量
管理层数字创新导向前瞻性 管理层数字创新导向强度

(1) (2) (3) (4) (5) (6)

Digital_top 0. 102
 

0∗∗∗ 0. 108
 

1∗∗∗ 0. 334
 

0∗∗∗ 0. 112
 

0∗∗∗

(0. 010
 

5) (0. 011
 

3) (0. 059
 

2) (0. 012
 

0)

Digital_up 0. 063
 

6∗∗∗ 0. 029
 

7∗∗ 0. 142
 

8∗ 0. 038
 

3∗∗

(0. 013
 

3) (0. 014
 

4) (0. 083
 

1) (0. 015
 

7)

Digital_down 0. 007
 

6 0. 029
 

8∗∗∗ 0. 165
 

6∗∗∗ 0. 011
 

2

(0. 008
 

0) (0. 008
 

6) (0. 045
 

6) (0. 009
 

4)

Forward-Looking 0. 541
 

0∗∗∗ 0. 526
 

6∗∗∗

(0. 009
 

0) (0. 008
 

9)

Intensity 0. 141
 

7∗∗∗ 0. 139
 

8∗∗∗

(0. 002
 

2) (0. 002
 

2)

常数项 -18. 658
 

3∗∗∗ 19. 486
 

1∗∗∗ 9. 005
 

7∗∗∗ -64. 329
 

2∗∗∗ 19. 622
 

6∗∗∗ 9. 498
 

3∗∗∗

(3. 432
 

2) (3. 844
 

6) (3. 367
 

4) (16. 525
 

7) (3. 493
 

4) (3. 563
 

2)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个体固定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18
 

783 18
 

783 18
 

783 18
 

568 18
 

568 18
 

568

R2 0. 878
 

5　 　 0. 905
 

5　 　 0. 906
 

5　 　 0. 709
 

8　 　 0. 925
 

1　 　 0. 926
 

1　 　

　 　 (2)知识溢出效应。 领军企业和产业链上下游企业通过合作交流、产业链协同等多种渠道,向焦点企业

传递数字化管理经验和技术,实现知识溢出效应,从而促进焦点企业数字化转型。 知识溢出最直观的体现

在于不同企业间的知识交流与合作。 本文借鉴黎文靖和郑曼妮(2016) [51] 、孙薇和叶初升(2023) [52]的研究,

采用行业中数字经济专利联合申请数(Apply)①和剔除自引用的各年累积数字经济专利被引用次数总和

(Cite)并进行对数化处理来衡量知识溢出水平。 表 5 汇报了知识溢出效应的回归结果。 以行业中数字经济

专利联合申请数(Apply)为例,列(1)中领军企业数字化(Digital_top)、产业链上游数字化(Digital_up)、产业

链下游数字化(Digital_down)的系数均显著为正,说明行业领军企业、产业链上下游企业数字化提高了焦点

企业所在行业数字经济专利联合申请数;列(2)、列(3)回归结果显示,数字经济专利联合申请数(Apply)系

数均显著为正,且列(3)中领军企业数字化(Digital_top)、产业链上游数字化(Digital_up)、产业链下游数字

化(Digital_down)的系数较基准回归均有所下降,但仍为正。 进一步地,本文进行了索贝尔检验,得出 Z 值

分别为 2. 75、25. 46、26. 10,均在 1%的水平上显著。 同时进行了 1
 

000 次自抽样检验,得出 95%置信度下中

介效应置信区间为[0. 003,0. 026]、[0. 192,0. 227]、[0. 104,0. 117],均未包含 0。 数字经济专利被引用次

数变量实证分析过程与数字经济专利联合申请数变量一致。 表 5 整体结果表明,知识溢出效应发挥了机制

作用,即领军企业和产业链上下游企业数字化提高了焦点企业所在行业的数字经济专利联合申请量与引用

84

① 文章还采用焦点企业数字经济专利联合申请数(Apply_f)对知识溢出效应进行补充研究,结果表明,领军企业与产业链上游企业数字化

提高了焦点企业数字经济专利联合申请数,进而提升焦点企业数字化转型水平。 实证检验结果留存备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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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从而有助于提升焦点企业数字化转型水平。 综合扩散效应,在数字化新业态快速崛起中,单一企业的转

型战略和创新力量无法满足复杂多变的市场需求。 因此,企业为保持动态竞争优势,应深化互联网思维,制
定前瞻且持续性的转型战略,整合外部信息资源,融入数字化发展浪潮,积极参与并构建开放、互利、共赢的

数字生态系统。

表 5　 知识溢出效应机制检验结果

变量
数字经济专利联合申请数 数字经济专利引用数

(1) (2) (3) (4) (5) (6)

Digital_top 0. 189
 

4∗∗∗ 0. 148
 

7∗∗∗ 0. 789
 

8∗∗∗ 0. 151
 

4∗∗∗

(0. 008
 

5) (0. 014
 

9) (0. 021
 

6) (0. 015
 

6)

Digital_up 0. 056
 

1∗∗∗ 0. 020
 

5 0. 614
 

4∗∗∗ 0. 055
 

2∗∗∗

(0. 010
 

8) (0. 020
 

0) (0. 027
 

6) (0. 020
 

2)

Digital_down 0. 019
 

1∗∗∗ 0. 029
 

1∗∗∗ 0. 072
 

0∗∗∗ 0. 032
 

9∗∗∗

(0. 006
 

5) (0. 010
 

8) (0. 016
 

6) (0. 011
 

0)

Apply 0. 114
 

7∗∗∗ 0. 071
 

0∗∗∗

(0. 012
 

5) (0. 012
 

4)

Cite 0. 043
 

3∗∗∗ 0. 013
 

0∗∗

(0. 005
 

7) (0. 005
 

8)

常数项 -43. 354
 

6∗∗∗ -22. 670
 

6∗∗∗ -22. 007
 

2∗∗∗ -101. 9
 

142∗∗∗ 15. 633
 

4∗∗∗ 0. 508
 

1

(2. 540
 

1) (3. 150
 

1) (3. 145
 

6) (6. 456
 

6) (4. 423
 

3) (4. 582
 

9)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个体固定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18
 

783 18
 

783 18
 

783 18
 

783 18
 

783 18
 

783

R2 0. 859
 

8　 　 0. 877
 

0　 　 0. 878
 

9　 　 0. 940
 

9　 　 0. 884
 

5　 　 0. 886
 

2　 　

2. 虹吸效应

当行业领军企业和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在数字化转型中取得绝对优势时,可能会通过竞争策略、市场份

额扩张、流量劫持以及链接封锁等,挤压焦点企业数字化转型空间,从而产生对研发人才与数字资本的虹吸

效应,抑制焦点企业数字化转型进程。 本文借鉴汤萱(2016) [53] 、张栋等(2021) [54] 的研究,为反映指标的动

态变化,采用企业研发人才增加数与员工总数比值(R&D)以检验研发人才流动是否存在虹吸效应。 参考祁

怀锦等(2020) [55]的方法,识别企业数字技术无形资产,并采用其增加数与总资产比值(Digital
 

Capital)以检

验是否存在数字资本的虹吸效应。 表 6 列(1)的回归结果显示,产业链下游数字化(Digital_down)系数显著

为负,产业链下游数字化降低焦点企业研发人才增加值占比;列(2)、列(3)回归结果显示,焦点企业研发人

才增加值占比(R&D)系数均显著为正,且产业链下游数字化(Digital_down)系数较基准回归有所上升。 此

外,本文进行了索贝尔检验,得出 Z 值为-2. 48,在 5%的水平上显著。 同时进行了 1
 

000 次自抽样检验,得出

95%置信度下中介效应置信区间为[ -0. 003,-0. 000],未包含 0。 上述结果表明,存在产业链下游的研发人

才虹吸效应,即产业链下游企业吸引焦点企业研发人才向其转移,进而阻碍焦点企业数字化转型。 产业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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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游企业更接近市场与消费者,对技术应用与市场变化有更高的敏感度,因而对研发人才有更大的需求以满

足数字化时代日新月异的市场环境。 此外,市场的及时反馈使得产业链下游企业具有明确的职业前景、发展空

间以及未来回报预期,更能激励研发人才向其转移。 表 6 列(4)结果显示,领军企业数字化(Digital_top)系数

显著为负,领军企业数字化减少焦点企业的数字资本增加值占比;列(5) 、列(6)回归结果显示,焦点企业

的数字资本增加值占比(Digital
 

Capital)系数均为正,且领军企业数字化(Digital_top)系数较基准回归有

所上升。 此外,本文进行了索贝尔检验,得出 Z 值为-2. 14,在 5%的水平上显著。 同时进行了 1
 

000 次自

抽样检验,得出 95%置信度下中介效应置信区间为[ -0. 002,-0. 001] ,未包含 0。 上述结果表明,存在领

军企业的数字资本虹吸效应,即领军企业数字化降低了焦点企业数字资本投入,从而减缓焦点企业数字

化转型。 企业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对数字资本需求的增加,引发市场上的资本竞争。 由于同行业中企业

对数字资本需求的同质性,领军企业凭借更强的市场力量,可以通过定价策略、合作协议等手段,促使焦

点企业将有限的数字资本投入转移到与领军企业的经济活动交互中,导致资本重新分配,从而产生数字

资本的虹吸效应。

表 6　 虹吸效应机制检验结果

变量
研发人才流动 数字资本流动

(1) (2) (3) (4) (5) (6)

Digital_top -0. 002
 

7 0. 036
 

4∗ -0. 034
 

4∗∗ 0. 167
 

9∗∗∗

(0. 003
 

5) (0. 019
 

3) (0. 017
 

5) (0. 012
 

1)

Digital_up 0. 009
 

4 0. 124
 

4∗∗∗ 0. 031
 

2 0. 025
 

1

(0. 005
 

8) (0. 029
 

8) (0. 024
 

9) (0. 016
 

3)

Digital_down -0. 012
 

1∗∗∗ 0. 034
 

8∗∗ 0. 010
 

8 0. 033
 

5∗∗∗

(0. 003
 

7) (0. 014
 

5) (0. 016
 

7) (0. 009
 

6)

R&D 0. 127
 

1∗∗ 0. 124
 

4∗∗

(0. 063
 

7) (0. 063
 

2)

Digital
 

Capital 0. 008
 

1 0. 011
 

8∗

(0. 007
 

0) (0. 006
 

9)

常数项 -5. 151
 

6∗∗∗ 23. 154
 

9∗∗∗ 14. 125
 

5∗∗ -6. 092
 

5 -28. 675
 

5∗∗∗ -25. 892
 

1∗∗∗

(1. 359
 

0) (6. 605
 

7) (6. 870
 

7) (5. 955
 

7) (2. 655
 

4) (2. 687
 

9)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个体固定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11
 

303 11
 

303 11
 

303 18
 

542 18
 

542 18
 

542

R2 0. 155
 

2　 　 0. 924
 

7　 　 0. 925
 

1　 　 0. 142
 

1　 　 0. 876
 

3　 　 0. 879
 

0　 　

　 　 五、异质性分析

前文总体考察了行业领军企业和产业链上下游企业数字化对焦点企业转型的影响。 进一步地,本文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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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所有制、行业类型、市场分割以及地区发展导向四个方面揭示行业领军企业和产业链上下游企业数字

化对焦点企业转型的差异化影响。

　 　 (一)企业产权性质

由于不同所有制企业决策机制存在差异,其受领军企业、产业链上下游企业数字化影响可能不同。 本

文将焦点企业划分为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分别进行回归。 表 7 结果显示,在非国有企业中,产业链上下游

企业数字化存在正向溢出效应,而这一现象在国有企业样本中不存在。 国有企业由于层级体制、组织机构

复杂等因素的制约,其决策过程相对缓慢,路径依赖性较强[56] ,产业链上下游数字化对其管理层决策的同群

效应难以发挥。 相比之下,非国有企业的决策制度更为灵活,且因竞争压力对市场变化更为敏感[37] 。 当产

业链上下游大规模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时,其迫于社会期望与合规性考虑也会进行持续性数字化转型[57] 。

而领军企业作为行业内引领者,无论焦点企业为国有或非国有企业,领军企业均能依托其技术优势和市场

地位,通过战略合作与决策共享,推动焦点企业数字化转型。

　 　 (二)行业类型

为了揭示行业领军企业和产业链上下游企业数字化对焦点企业转型的行业特征异质性影响,本文将

样本划分为制造业与服务业分别进行回归分析,结果见表 7。 结果表明,在制造业中,具有正向的产业链

数字化溢出效应,而这一现象在服务业中却不存在。 这可能是由于二者在供应链结构方面的差异。 在制

造业中,供应链结构通常呈线性和紧密的特征,涵盖原材料采购、生产、分销和售后服务等多个环节[58] ,

这使得管理层决策和知识溢出效应能够沿着供应链传递和扩散。 因此,当供应链中某一环节实现了较高

程度的数字化,容易产生正向溢出效应,加快产业链中的数字化扩散。 在服务业中,供应链的结构和流程

通常涵盖大量的人力资源和客户服务,且服务业企业主要侧重于与需求端的高效对接与市场推广,更多

为与消费者的交互。 此外,服务业内部各个行业间的数字化水平存在显著差异,其数字化转型需要根据

各行业情况定制化推进。 例如,2022 年酒店业的数字化率达到 44. 3
 

%,餐饮业数字化率则为 21. 4%,而

养老服务业的数字化率仅有 1. 3%①。 可见产业链上下游数字化解决方案可能并不适用于服务业各个行

业的特定需求。

表 7　 基于企业产权性质和行业类型的异质性分析结果

变量
产权性质 行业类型

国有企业 非国有企业 制造业 服务业

Digital_top 0. 181
 

8∗∗∗ 0. 138
 

7∗∗∗ 0. 108
 

7∗∗∗ 0. 119
 

4∗∗∗

(0. 028
 

0) (0. 018
 

6) (0. 018
 

0) (0. 026
 

8)

Digital_up 0. 058
 

1 0. 062
 

7∗∗ 0. 195
 

1∗∗∗ 0. 024
 

8

(0. 039
 

6) (0. 024
 

6) (0. 031
 

6) (0. 023
 

5)

Digital_down 0. 000
 

1 0. 049
 

9∗∗∗ 0. 086
 

2∗∗∗ 0. 019
 

4

(0. 020
 

4) (0. 013
 

8) (0. 020
 

5) (0. 015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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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数据来源于《2022 年中国生活服务业数字化发展报告》 。



经济与管理研究(2024 年第 6 期) Research
 

on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No. 6, 2024)

表7(续)

变量
产权性质 行业类型

国有企业 非国有企业 制造业 服务业

常数项 24. 910
 

3∗∗∗ -6. 710
 

1 20. 668
 

9∗∗∗ 0. 357
 

2

(8. 315
 

6) (6. 041
 

4) (6. 816
 

0) (8. 079
 

9)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个体固定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5
 

892 12
 

817 13
 

059 4
 

469

R2 0. 884
 

1　 　 0. 887
 

2　 　 0. 875
 

7　 　 0. 910
 

4　 　

　 　 (三)市场分割

市场分割可能阻碍企业间数字化知识溢出与传播。 地方政府基于保护本地利益的动机,可能会采取

割裂与其他地区经济联系的策略[59] ,使要素自由流动受到限制[60] ,不利于企业间数字化知识溢出。 为检

验市场分割对数字化转型溢出效应的影响,本文借鉴陆铭和陈钊(2009) [61] 、吕越等(2018) [62] 的研究,采

用价格法衡量焦点企业所在省份市场分割指数,并按年度中位数进行分样本回归。 表 8 结果显示,在市

场分割指数高的样本中,产业链上游数字化对焦点企业转型未发挥影响。 可能的原因是:一方面,数字化

关键核心技术与知识往往表现为向产业链下游传播与扩散[63] 。 焦点企业通过与上游企业的交流合作,

获得数字化相关支持与指导。 而市场分割阻碍了跨区域要素的自由流动,导致上游企业的数字决策和知

识难以向焦点企业有效传递,削弱了上游企业数字化扩散效应;另一方面,上游企业相对高度集中于特定

区域[64] ,与焦点企业大多并非同一区域,其数字化溢出效应受限于跨区域流动。 而下游企业空间分布较

为分散,其对焦点企业的数字化溢出效应受市场分割的影响较小。

　 　 (四)地区发展导向

不同区域发展导向的焦点企业受行业领军企业和产业链上下游企业数字化的影响可能不同。 在中

国,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地区作为最具经济活力的三大经济体,其产业生态、战略布局以及市场定位

等发展导向具有明显区别,因此本文重点分析这三大经济圈在数字化溢出效应方面的差异。 表 8 结果显

示,相较于全样本回归结果,珠三角地区的企业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并未受到产业链上游数字化的影响;

在京津冀地区不存在产业链上下游数字化的溢出效应。 这可能与地区投入产出关联、产业结构等因素有

关。 珠三角地区的企业大多数是面向全球的制造业企业,其生产活动主要根据市场需求驱动进行。 下游

分销商或零售商的数字化转型会迫使上游制造业企业相应地调整生产和供应链管理方式,因而在产业链中主

要表现为下游数字化对焦点企业转型的影响。 在京津冀地区,三地产业结构错位导致产业链构建与创新链融

合发展较弱。 根据各地区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22 年北京第三产业占比高达 83. 8%,主要集中在

人工智能、现代生物医药等高精尖产业和高端服务业;天津第三产业占比 61. 3%,但侧重于石油和天然气

开采业、装备、信息技术等先进制造业;河北总体上则以机械加工、钢铁冶金等为主。 目前三地的支柱产

业承接能力不强,尚未形成跨区域产业协同分工布局,这减弱了产业链上下游数字化对焦点企业转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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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

表 8　 基于市场分割和地区发展导向的异质性分析结果

变量
市场分割指数 地区发展导向

市场分割指数高 市场分割指数低 长三角 珠三角 京津冀

Digital_top 0. 150
 

1∗∗∗ 0. 156
 

7∗∗∗ 0. 202
 

9∗∗∗ 0. 066
 

5∗∗ 0. 061
 

5∗

(0. 027
 

1) (0. 021
 

0) (0. 024
 

6) (0. 033
 

9) (0. 036
 

3)

Digital_up 0. 024
 

3 0. 111
 

8∗∗∗ 0. 063
 

2∗∗ 0. 010
 

4 0. 043
 

1

(0. 034
 

8) (0. 027
 

1) (0. 031
 

5) (0. 040
 

9) (0. 047
 

0)

Digital_down 0. 038
 

0∗∗ 0. 038
 

1∗∗ 0. 048
 

1∗∗ 0. 086
 

1∗∗∗ -0. 001
 

8

(0. 017
 

9) (0. 016
 

2) (0. 019
 

0) (0. 027
 

1) (0. 025
 

8)

常数项 5. 261
 

4 0. 472
 

3 1. 354
 

7 3. 477
 

7 22. 811
 

2∗∗

(7. 594
 

4) (7. 064
 

1) (7. 285
 

5) (12. 080
 

8) (10. 769
 

3)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个体固定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7
 

642 10
 

225 5
 

515 2
 

999 2
 

155

R2 0. 885
 

1　 　 0. 890
 

8　 　 0. 877
 

8　 　 0. 877
 

6　 　 0. 913
 

3　 　

　 　 六、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研究结论

发挥领军企业的引领带动作用与产业链上下游协同作用,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实现经济高质量发

展的关键。 然而,领军企业与产业链上下游数字化对焦点企业转型的影响并不明确。 对此,本文通过理论

分析,梳理总结了行业领军企业和产业链上下游企业数字化如何促进或抑制焦点企业转型,并利用 2011—

2021 年中国上市企业数据进行实证分析。 研究发现:行业领军企业和产业链上下游企业数字化能够促进焦

点企业转型,且产业链上游促进作用相比下游更大,该结论在采用工具变量法、更改领军企业界定标准、替

换投入产出关联系数等方法后依然稳健。 机制分析结果表明,领军企业与产业链上下游企业数字化通过管

理层决策同群效应和知识溢出效应,促进焦点企业数字化转型;下游企业数字化对焦点企业产生研发人才

的虹吸效应,领军企业对焦点企业具有数字资本的虹吸效应。 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行业间产业链数字化

溢出效应在非国有企业、制造业中存在;市场分割阻碍了产业链上游数字化溢出;珠三角主要体现为行业内

溢出与产业链下游溢出,京津冀主要表现为行业内溢出。

　 　 (二)政策建议

基于研究结论,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首先,加大领军企业培育力度,充分发挥数字化的“灯塔效应”。 综合考虑地域资源、产业基础、劳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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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质等因素,引导领军企业在技术创新、产业生态和数据要素市场建设等方面发挥引领作用。 通过建立产

业技术创新联盟,推动领军企业与焦点企业之间的技术合作与成果转化,加速行业的技术创新与转型升级;

打造数字化“灯塔企业”产业生态,赋能中小企业嵌入“灯塔企业”产品应用,形成围绕领军企业的集技术研

发、智能制造、人才培育为一体的数字创新策源地;数字化领军企业是赋能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一支重要

市场力量,政府应立足全局视角和系统思维,合理引导其发挥数据要素配置能力和数据资源整合能力,精准

强化领军企业利用自身优势带动焦点企业转型升级的积极外溢效应。

其次,提升产业链上下游协同能力,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 深化重点领域产业协同,瞄准世界科技

前沿和产业制高点,运用好“链长+链主”机制,推动产业链上下游加强在资源整合、数据共享和业务协同等

方面的合作与联动,多维度探索产业纵向整合、跨界融合等新途径,以实现产业链各环节的高效衔接。 具体

措施包括:支持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共建共享数字化基础设施,建立产业链数据交换和应用平台,以及推广通

用的技术标准和数据格式,旨在加强信息传递和产业协同,加快技术成果在产业链上的应用和推广,提升产

业链韧性,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

再次,强化管理层决策与知识扩散,充分发挥数字化溢出效应潜能。 一方面,推动企业建立以数字化为

导向的领导力培养机制,包括提供专业的数字化领导力培训、人才培养方案等,以提升管理层对数字化转型

的理解和执行能力。 另一方面,通过建立跨地区的信息共享平台和互联互通机制,打破地区市场分割,鼓励

企业之间知识共享与协作,以促进知识溢出和扩散。 强化京津冀产业链协同,瞄准新产品、新模式与新业

态,推进数字化知识共享与发展,深化供应链、产业链、创新链三链融合。 此外,知识产权保护政策是影响知

识溢出效应的关键因素。 政府应在保护企业创新成果的同时,创新知识产权政策,以平衡知识的保护与共

享。 例如,政策可以鼓励企业使用开源软件,或者通过灵活的许可协议,授权其他企业在满足特定条件下,

合法访问与使用其知识产权。

最后,加快培育数字人才队伍,优化数字资本合理配置。 政府应从供给侧着手,鼓励高等教育机构积极

开设跨学科数字相关专业课程,培养掌握数字化思维与实操技能的复合型人才。 企业应加大现有员工数字

化培训力度,全面提升员工队伍数字素养水平。 与此同时,政府部门需放宽人才引进政策,为国内外数字人

才提供有利的创新环境与政策支持,进一步充实数字人才队伍。 此外,政府在数字资本配置方面亦需采取

有效举措。 一方面,应完善数字经济领域金融支持体系,针对不同类型数字企业制定差异化的扶持政策,为

企业数字赋能提供支持。 另一方面,政府应引导数字资本合理流向,避免过度集中于少数大型企业,扭曲市

场竞争格局,以营造公平竞争的制度环境。

　 　 (三)研究局限和未来展望

本文将行业内领军企业与行业间产业链上下游企业纳入同一研究框架,分析了其对焦点企业数字化转

型的影响,但并未考虑领军企业与产业链上下游企业的交互影响,后续研究可以进一步探究三者对焦点企

业影响的互补关系,抑或竞争关系,以揭示不同行业间错综复杂的影响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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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illover
 

Eff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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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gital
 

Transformation:
 

Diffusion
 

or
 

Siphoning?
—From

 

the
 

Dual
 

Perspectives
 

of
 

Industry-leading
 

Enterprises
 

and
 

Inter-industry
 

Industrial
 

Chains
LI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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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NG
 

Longge
(Tianjin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Tianjin
 

300222)

Abstract:
 

Strengthening
 

leading
 

enterprises
 

and
 

unlocking
 

the
 

advantages
 

of
 

the
 

upstream
 

and
 

downstream
 

industry
 

chains
 

to
 

release
 

digital
 

dividends
 

is
 

crucial
 

for
 

achieving
 

full-chain
 

digitalization
 

and
 

modernization
 

within
 

and
 

across
 

industries.
 

Therefore,
 

exploring
 

the
 

digital
 

spillover
 

effect
 

from
 

the
 

dual
 

perspectives
 

of
 

industry-leading
 

enterprises
 

and
 

upstream
 

and
 

downstream
 

enterprises
 

in
 

the
 

industrial
 

chain
 

can
 

help
 

understand
 

digital
 

transformation
 

comprehensively.
Based

 

on
 

the
 

theories
 

of
 

diffusion
 

of
 

innovations
 

and
 

externality,
 

this
 

paper
 

summarizes
 

how
 

the
 

digitalization
 

of
 

industry-leading
 

enterprises
 

and
 

upstream
 

and
 

downstream
 

enterprises
 

in
 

the
 

industrial
 

chain
 

facilitates
 

or
 

hinders
 

the
 

transformation
 

of
 

focal
 

enterprises.
 

Using
 

data
 

from
 

Chinese
 

listed
 

companies
 

and
 

input-output
 

tables
 

from
 

2011
 

to
 

2021,
 

the
 

paper
 

empirically
 

analyzes
 

the
 

impact
 

of
 

digitalization
 

on
 

the
 

transformation
 

of
 

focal
 

enterprises
 

and
 

the
 

underlying
 

mechanism.
The

 

findings
 

show
 

that
 

the
 

digitalization
 

of
 

industry-leading
 

enterprises
 

and
 

upstream
 

and
 

downstream
 

enterprises
 

in
 

the
 

industrial
 

chain
 

facilitates
 

the
 

transformation
 

of
 

focal
 

enterprises,
 

and
 

this
 

effect
 

is
 

more
 

significant
 

in
 

upstream
 

enterprises.
 

This
 

conclusion
 

remains
 

robust
 

after
 

using
 

instrumental
 

variable
 

methods,
 

changing
 

the
 

definition
 

of
 

industry-leading
 

enterprises,
 

and
 

replacing
 

the
 

input-output
 

relationship
 

coefficient.
 

Mechanism
 

analysis
 

reveals
 

a
 

diffusion
 

effect.
 

Industry-leading
 

enterprises
 

and
 

upstream
 

and
 

downstream
 

enterprises
 

in
 

the
 

industrial
 

chain
 

promote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focal
 

enterprises
 

through
 

management
 

decision-making
 

cohort
 

effect
 

and
 

knowledge
 

spillover
 

effect.
 

It
 

also
 

uncovers
 

a
 

siphon
 

effect.
 

Downstream
 

enterprises
 

attract
 

R&D
 

talent
 

from
 

focal
 

enterprises,
 

while
 

industry-leading
 

enterprises
 

acquire
 

digital
 

capital
 

from
 

focal
 

enterprises.
 

Heterogeneity
 

analysis
 

indicates
 

that
 

the
 

digital
 

spillover
 

effect
 

of
 

inter-industry
 

industrial
 

chains
 

is
 

more
 

pronounced
 

in
 

non-state-owned
 

enterprises
 

and
 

th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In
 

addition,
 

market
 

segmentation
 

hinders
 

the
 

digital
 

spillover
 

of
 

the
 

upstream
 

industry
 

chain.
 

The
 

spillover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is
 

primarily
 

intra-industry
 

and
 

downstream,
 

while
 

it
 

is
 

predominantly
 

intra-industry
 

in
 

the
 

Beijing-Tianjin-Hebei
 

region.
This

 

research
 

has
 

important
 

implications
 

for
 

industry-leading
 

enterprises,
 

industry
 

chain
 

synergy,
 

and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industrial
 

systems.
 

On
 

the
 

one
 

hand,
 

it
 

underscores
 

the
 

need
 

to
 

foster
 

industry-leading
 

enterprises,
 

leverage
 

the
 

lighthouse
 

effect
 

of
 

digitalization,
 

and
 

enhance
 

the
 

synergy
 

between
 

the
 

upstream
 

and
 

downstream
 

enterprises
 

in
 

the
 

industrial
 

chain.
 

On
 

the
 

other
 

hand,
 

it
 

also
 

highlights
 

the
 

importance
 

of
 

decision-
making

 

and
 

knowledge
 

diffusion
 

at
 

the
 

management
 

level,
 

the
 

potential
 

of
 

the
 

digital
 

spillover
 

effect,
 

and
 

the
 

cultivation
 

of
 

a
 

digital
 

talent
 

team
 

to
 

optimize
 

the
 

allocation
 

of
 

digital
 

capital.
 

These
 

insights
 

are
 

highly
 

relevant
 

and
 

applicable
 

in
 

digital
 

transformation
 

and
 

industrial
 

economics.
Keywords:

 

industry-leading
 

enterprise;
 

upstream
 

and
 

downstream
 

in
 

industrial
 

chain;
 

digital
 

transformation;
 

diffusion
 

effect;
 

siphon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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